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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个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1. 2003年9月10日，在墨西哥 坎昆

在9月10日墨西哥坎昆WTO会场外，一位韩国农民用极端

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世界、对生活的愤怒—李京海将匕首刺向

自己的胸膛。由于伤及右心房4厘米深的地方，在被送进医

院数小时后身亡。李耿海死后，医院周围聚集着大批凭吊的

人。意大利激进分子更将全身涂成血红色，扯出李京海写的

“世贸谋杀农民 WTO Kills Farmers!”横幅上街游行，口中高 

喊：“我们都是李！”1)

 

#2. 2005年12中旬，在中国 香港

韩农历次抗议世贸及本国政府的行为骁勇强悍，早就闻

名于世。2005年12月13日至18日，在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第六

次部长级会议召开期间，2000多名韩农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

权利，阻止世贸达成不利于韩国农民的协议，再次组织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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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示威活动。12月10日至12日他们一下飞机，就秩序井

然地整队集合，亮出“NO WTO”的旗帜和额标……巡视在 

海面上的防暴警察和飞虎队一见韩农跳海，就迅速开着橡皮

艇，迎向示威者……。2)

 

#3. 2008年初期，在韩国 首尔等

韩国超出10万人（为警方统计人数，主办方统计人数为7

0万）大示威，抗议进口美国牛肉，并要求政权。反对党趁

机迫使叫停他的改革方案……韩国抗议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的

示威浪潮，持续了数星期，到5月10日，在李明博才上任的

日子，其支持率也从刚上任时超过七成，下跌到目前的17%。

民众号召一百万人上街示威，警方向全国警察颁布紧急动员

令，至10日晚，组织示威的团体声称有多达70万人在首尔参

加烛光集会。3)

纵观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1990年代初以来，美国和

它的跨国公司通过把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以前称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无力化，自由地在发展中国家

的农业部门扩大了它们的势力，而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危

机4)。在这场农业危机中，韩国农民也并不例外地遭受损失。1

993年12月，美国主导的GATT达成农产品贸易协议以后，

韩国农民一直面对着农业的危机。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韩

国农民强烈地抵抗了在美国主导下扩大到全球的市场开放化。

文章开篇所述的三个事件，便是近几年韩国农民反对市场开

放化抗议活动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韩国农民的反市

场开放化抗议活动之所以被评为激烈、极端，就是因为与上

面案例中的情形类似，韩国农民利用像刺胸自杀、服药自杀、

到外国拼命进行海上示威这样极端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和要求。这样极端的示威活动，往往容易令普通人误解，感

到难以接受或者甚至反感。可是，也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示威

活动表示理解、同意或有同感，甚至表示支持。比如，在香港

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召开期间，韩国农民组织起

来前往会场周围，反对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借以表达抗

议的一环，在马路上热闹地活动和在海上举行示威活动时，

无论是香港公民，还是其他弱势国家（主要贸易协定中处于

不利地位的国家）的人民也表示理解和支持。还有，在墨西

哥坎昆，率领1500多个韩国农民来到墨西哥展开示威的农民

李京海在会场前切腹自杀震惊了全球。它引发了悼念李耿海

的“世界农民活动”，他也被法国媒体称为“怀着农民的痛苦”

的“殉教者”。5)

那么，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市场开放化和全球化，给

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农民都带来

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偏偏韩国农民做得那么激烈和极

端？虽然跟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确差一些，但是比起

亚洲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里农民的处境，却又要好得多。所以

有人对这样的示威活动感到难以理解。因此，笔者在本文中，

首先将简要分析在市场开放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韩国政府决策

层的应对策略，以及韩国农民的生存困境。接着，我们将重点

放在具有韩国特色的农民抵抗运动，结合社会运动理论的思考

框架，考察其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阶段性的特征、以及其与

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互动关系等。因此，笔者将根据影

响韩国农民的反对市场开放化运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来解释他

们所展开的充满刚性和悲剧色彩的示威活动的发端与展开。

  

2. 韩国农民示威及其影响因素

2.1. 抱怨或者怨恨

2.1.1. 突发性事件和怨恨的表达

McAdam et al.(1988: 706) 认为，突发性抱怨也是影响集体 

性行动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人灾的发生、法院的重要判决、

官方的暴力行为这样激情的、高度公共性的，以及想不到的

事件的发生，引发了集体性行动。那么怨恨如何引发集体性

活动？ 刘能（2004: 58）对此曾解释说，“怨恨的生产是 利 

益表达和需求保卫的导火索，它既可以是对现行社会问题和

社会不公正的关注，也可以是个体或躯体正在遭受着的结果，便

是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这个框架既界定了问题，又对责

任进行了归因，并且指出了行动的必要性，因此成为集体行动的 

催化剂。” 这样的看法被认为与结构性怨恨和相对 剥夺 感密切相 

关。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怨恨。格尔 

（1970）曾经在他的著作《人们为什么要造反》对于相对剥

夺感进行过解释。他强调，“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

2) 关于韩国农民在香港游行示威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照网络上的“韩国农民香港示威目击记”。
3) 韩国数十万人示威 反对党趁机逼退李明博. 星岛环球网. 2008年6月11日，http://www.stnn.cc/pacific_asia/200806/t20080611_793363.html，2009年

1月10日。
4) 这些国家国家涉及到印度, 非洲一些国家, 菲律宾等亚洲一些国家, 中南美一些国家等等。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扩张以后农产品进口量剧增的国家。
5) 金昌坤. 李京海自杀抗议农业开放 为捍卫农业市场献出生命. 朝鲜日报 中文网. 2003年 9月 13日，http://chn.chosun.com/cgi-bin/c_print 

News?id=20030913000024，200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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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则有某种价值供给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供给能力

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

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反抗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

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赵鼎新，2006：28,78-82）。6)

在这样的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并不例外地积累着相对 

剥夺感（王颉等，2007：198-202）。总之，格尔(1970)、McAdam 

et al.(1988) 和刘能(2004) 的看法结合起来说明的话，集 

体性行动的发生就是通过一段时间或者一系列的事件被积蓄

下来的怨恨7)，由一次突发的引起争议的意外事件所触发的。

2.1.2. 乌拉圭回合会议与农民示威的激发

韩国农民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发端跟上面的理论阐述相

当一致。1993年，当时在关贸总协议（GATT）的乌拉圭回

合会议过程中，韩国金泳三总统辜负人民的期待，最终宣布

了开放韩国大米市场。然后他就此事向农民表示深切的道歉。

可是这样出人意料的谈判结果，引发了韩国农民的强烈的反

抗。此时，不仅仅是农民，还有无数的学生和社会大众也参

加了反对韩国的大米市场开放的游行示威。对大米市场的开

放表达这样激烈的反抗的原因大略有两个：其一，是金泳三

总统的食言。1992年12月，他当选为韩国总统之前，他向国

民这样承诺过，“无论有什么事情，我绝对不开放韩国的大

米市场，将对它打个总统职位的赌”。可是，与人民的期待

完全相反，上任不到一年，他克服不了美国等的压力，接纳

了大米市场的开放。一听到他的宣布，农民和一般人就感到

了无可忍耐的愤怒，也开始了对总统的妥协和“食言”表示抗议

的活动。另一个原因，是大米文化承载着韩国农民的民族文化

情感和文化认同感。 8) 他们认为，大米是韩国的主 

要农产品，400万韩国农民的生计所系，应该在开放市场中享

受“豁免权”，即政府应该对此加以保护，而不是完全放开，

任其接受世界市场的残酷竞争。所以，韩国农民深深感到，

他们一定要守护韩国的粮食主权。换句话说，在韩国，大米

意味着历史，文化以及民族魂。因此抛弃大米意味着抛弃民

族主权和民族魂。韩国人民，之前从未想过韩国大米市场的

开放。所以听到韩国政府即将开放大米市场的消息，韩国人

民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次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

前一直关注着国内农业问题的韩国农民，现在开始将抗议运

动转向了关注对外市场环境上了。那么，下面将要探讨这段

时间韩国政府和农民团体之间应对过程。

 

 2.1.3. 韩国政府侧的积极的应对

之前，停滞不前的乌拉圭回合会议的农产品协商，随着

美国和欧共体（EC）之间协议的进展，对于NTC(Non Trade 

Concerns: 非交易品目), 由于整个谈判缔结时限设定于1993年 

12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增加了。这意味着大米也是不可

例外的关税化的对象。在这样的过程中，对于大米市场开 

放的政府政策的变化，农民团体的反对示威方式，也变得越

来越有组织性，动员机制越发成熟，而且显示了一定程度的

激进性。对此，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表达了关于大米 

市场的不可避免的开放市场的现实局面，而且还发布了总统

就此事向国民的道歉谈话文。与此同时，还动员了专家集团

的言论表述，企图增加大米市场对外开放的正当性。政府决

定开放大米市场后，为了消除人民的不满不仅施行了官僚的

更迭，而且颁布了对会议结果的宣传。特别是，在这种政策

制定过程中，政府一直使用“国际化”、“开放化”之类的套词(cl

iche)，借以强调大米市场对外开放的不可避免性。终于，那

年12月13日，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了最终市场开放

协议。主要内容是：韩国大米市场的完全开放被延缓10年、最

低市场接近 (MMA： Minimum Market Access) 比率在初期 

年达到1-2%、而最终年则达到4-5% (韩 国农村经济研究院，1994)。

2.1.4. 农民团体的反抗活动

乌拉圭农产品协议的当初妥协时限（1986.9-1990.12）之

前，事实上，关于协议的内容，一般人无法获知具体内容。

可是，为了进行协商，1990年10月，韩国政府按照协议日程

提出国别情况资料（Country List)和国别执行书(Offer List) 

后，确定了包括大米、大麦等在内的15种农产品品目不予开

放的政府方针。关于这样的内容，当初协议妥协时限来临

时，被言论媒体暴露后，一般人才认识了韩国政府当初所

进行的农产品贸易协商。

此后，1993年12月5日，政府最终宣布了大米市场的开放，

随后它引发了农民、市民团体以及大学生的反对示威和突击

6) 还有，格尔定义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7) 那种怨恨和韩国民的“恨“文化有密切的相关。具海根（2004: 170-74）曾在他的著作《韩国工人》中，以韩国工人的激烈罢工的原因之一，

指出了韩国国民的“恨”文化。他解释说：在表达韩国工人日常体验并使之具体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韩国文化概念是“恨”。

“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难以翻译成英语。但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它定义为，以一个人的不幸而长期积累的悲愤和遗憾，或以一

个人经历的不公正而内心积蓄的愤怒。
8) 李春宁. (1991). 大米与文化. 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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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并且此时示威活动也显示了激烈化、集团化及多样化

的特点。同月7日，在首尔火车站广场，所谓“大米和基础农

产品输入开放阻止全国民紧急对策委员会”主动地进行了金

泳三政府执政后最大规模的场外集会。参加“大米和基础农

产品输入开放阻止全国民大会”的3万多名群众作出会议决议：

竭力阻止大米市场的开放，并且抨击了总统的失言和政府的

亲美国的态度。随后进行了批评政府的和平游行示威。

以那天的国民大会为契机，游行示威扩散到全国，引起

了公开反对示威、绝食静坐示威、农业机械返还运动等多种

形式的抗议或反抗运动。各个地方举办了该地方的群民（县

民）大会，在此过程中，因跟警察发生冲突，还造成了许多

受伤者。12月14日，在政府正式发布农产品市场开放协议之

际，市民和农民团体立刻要求国会拒绝协议的批准和政府执

行农业有关公约。并且，韩国最大的农民团体（即全国农民

会总联盟）也发布了对政府大米市场开放的批评声明，而展

开了强烈的抗议示威。

2.2. 政治机遇结构

2.2.1. 政治机遇和韩国的农民运动

  

政治机遇结构是农民组织与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泰罗（Tarrow）等学者把政治机

会提升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们认为政治机会的有无和

多寡才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他们采

用艾辛杰（Eisinger 1973）9)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的发生率 

时，所提出的“政治机遇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否

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

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赵鼎新 

2006: 37）。McAdam et al.(1988: 699)分析社会运动影响因 

素时也提出，政治机遇结构是社会运动发生的重要环节，它

意味着只有人们觉得在制度化的机遇的现实参与中遭到排

斥，才可能参与社会运动，从而争取体制外参与的可能性

渠道。运动参与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必须依靠政治体制

结构。刘能（2004）也坚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机遇

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之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

变量，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

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他还指出，在有些学者

的研究中，它被界定为测量“一个政体行动是否采取镇压手

段”的一个指标，或者界定为“精英阶层对抗议活动的容忍程

度”。概括地说，政治结构（制度）的开放性或者封闭性，

一定会影响社会运动或这种集体性活动。依据上述看法，笔

者认为，韩国农民运动的频繁发展或者运动的激进性倾向，

可以在两种制度性结构维度获得解释：第一是韩国农民感知

到自己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彻底的被排斥，另一个则是韩国

1995年落实的地方自治制度10)。下面将说明具体的情况。  

2.2.2. 韩国的工业化和农民及农业的衰落

韩国的快速工业化给其经济结构和人们工作及谋生的方

式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出口导向工业

化战略启动之前，韩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国民大多数

住在农村，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来自农业生产。可是，1

960年代末以来，随着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推进，农业产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开始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39.4%降

低到1980年的14.6%，至1990年则进一步降低到9.0%。与此

相伴的是，制造业的份额从1960年的18.6%迅速增加到1980

年的44.4%和1990年的44.7%。而第三部门（服务业）则以

缓慢的增长率增长，从1960年的41.5%提高到1990年的46.3

%（具海根，2004: 40-41）。随着农村经济情况和就业形势 

的急剧恶化，农村人口也急剧减少了。农业人口从1970年的14,

422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为44.7%）减少到1980年的10,827

千人（28.4%），1990年再减少到6,459千人（15.1%）（具

海根，2004: 48-49）。而与此同时，在收入方面，60年 代到 

70年代期间，跟城市收入不相上下的农村居民，到了90年代

以后，农业收入与城市收入的比降低到80%甚至70%。在此

期间，政府也不是没有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朴正熙政

府1970年初期开始推进的“新农村运动”，就旨在谋求韩国农

村的发展。可是倾向于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投资倾向，

没有导致农村经济的崛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和经

济自然而然衰退了。更糟糕的是，农民们慢慢地认识到，其

自身遭遇的贫穷，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决

策层忽视了他们的利益诉求，或者有关的政策执行失败。因

此他们开始密切关注政府的政策变化，而对不满意的方面则

通过多样的方法开始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9) Peter K. Eisinger.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1-28.

10) 地方自治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主义的体制方式。按照地方自治法的颁布，从1995年开始，普通公民可以参与郡守（县长）和郡议员，市长和

市议员，道知事（省长）和道议员，广域市长（直辖市长或特别市长）和广域市议员选举的候选人，而可以当选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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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数
（千）

占总户数的百
分比

农业人口
（千人）

占总人口的百
分比

1966

1970

1980

1990

2,540

2,483

2,155

1,745

48.9

42.4

27.0

15.4

15,781

14,422

10,827

6,459

53.6

44.7

28.4

15.1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韩国经济主要统计数字》，各年度，转引自 

具海根（2004：49）。

<表 1 > 1966~1990年间农户和农业人口的下降情况

 

2.2.3. 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与农民的参与

截至1995年，韩国终于落实了地方自治制度。之前，对

于此制度，当时的在野党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实行该制度。

此制度的落实不仅仅在韩国政治发展上具有相当的意义，而

且在韩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上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的领导都是由中央政府

任命而管理的。可是，此制度落实以后，人民就可以直接

选出当地的自治机构的领导。比如说，郡守（县长）和郡

议员，市长和市议员，道知事（省长）和道议员，广域市

长（直辖市长或特别市长）和广域市议员。那时，在农村开

始了农会（农业协同组合）会长的直接选举。农会就是政府

和农民之间代替农民来管理政府财政、基金、农业材料、农

产品销售等代表性的公益利益机构。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此制度的实施给农民或者农 

民团体带来了政治参与的新机会。随后，随着此制度的逐渐

扩散，在农民团体中许多积极活动的农民运动家们参与地方

选举，并当选为地方政府和议会的领导。因为，农民运动团

体的目标和策略在于更好地表达农民的利益，所以对于地方

政府机构的选举的积极参与，就成为一项策略了。此外，由

于地方政府的财源与农民收入有密切的相关，农民团体和地

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它们之间维持着协力合作

和批判的两面性的互动模式。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通过间接

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团体抗议中央政府对农民和地方政

府所采取或制定的不利政策。到目前为止，像WTO/DDA协

议、韩美间自由贸易（FTA）协议等，在对地方经济影响深

刻的农产品开放协商过程中，农民团体和地方政府合作展开

了联合反对活动。

在韩国，代表性的农民运动组织有两个：一个是“全国农

民总联合会”(简称“全农”)，而另一个是“韩国农业经营者联

合会”（简称“韩农联”）。这两个组织之间在政治参与态度、

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 如下<表 2>所示，这些不 

同可以按照会员的特征、社会运动的目的、抗议方式、现实

政治参与与意识形态、政治参与机构、代表性的人物等多个

项目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列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共同点和

差异点。 

从<表 2>可以看出，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即使有程度 

的差异，这两大农民团体都参与着多样的政治机构。11) 

比如，在卢武铉总统执政期间，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在<

表2>中，前任韩国农林部部长朴洪洙，他以前担任过一所

村庄的村长，此后陆续当选为郡守、韩国农业经营者协会会

长、国会议员，最后，卢武铉总统上台时，将他任命为农业

部部长。换句话说，一位农民经历农民运动后，终于攀登到

了韩国农业政策总负责的职位。这意味着政治机遇的扩大和

开放。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团体对农会的参与。韩

国的农会是在国家的支援下干预着所有农村经济活动的农民

自助组织。现在，农会会长和（多数）理事都依据选举被选

出。由此，在有些作为农民运动家身份被选出为农会会长的

地方，当地的农会和农民团体形成紧密的关系。并且，管理

和经营能力优秀的农会会长，不仅促进地域经济的兴起，而

且帮助和支援农民运动组织的活动和维持。

2.3. 大众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扩散   

大众媒体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相关。随着各种各样的媒

11) 除此之外，虽然会员规模相对少，可是像天主教农民会，韩国女性农民会，韩牛协会，农产品品目组合（农会）等几乎所有中小规模的农民

团体也参与着政治参与活动。

会员的特征
社会运动的

目的
抗议方式

现实政治参与与
态度

政治参与
机构

代表性的人物

全农
(或农民会)

全年龄带，
小农为主，
规模比较小

纯粹批判政府政策
激烈的，
积极的

消极的/对政府批
判意识强

地方政府领袖和议
会议员、国会、

在野党

 姜基甲 前 民主劳动
党代表（国会议员）

韩农联

比较年轻，
专业农，
企业农，
规模比较大

政府政策批判，会
员的利益追求

温和的，
中度的

积极的/对政府政
策有时批判有时合

作

地方政府领袖和议
会议员、国会、执
政党，在野党

前 朴洪洙 农林部 部
长（前 执政党国会议

员）

<表 2> 两大韩国农民运动团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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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迅速发展，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增加了。因而

目前社会运动活动家及研究者格外关注它们。所以，在此，

对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农民）运动，将展开讨论。

2.3.1. 大众传播媒体

社会运动是一种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

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Kielbowicz and Scherer，1986; Koopmans and 

Olzak，2004; Ryan，1991，转引自 赵鼎新（2006：44））。 

一个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权者的支持，

还需要旁观者的同情。可是，更重要的是运动干部和成员之

间，以及社会运动参加者与旁观者之间的沟通。以前在社会

运动展开时，最为广泛利用的通信技术就是电话。因为电话

在动员潜在参与者或者通知运动团体的活动情况时，不仅

成本低，而且效率高。直接邮件技术次于电话。可是，在

现代社会生活里，更具有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媒体主要还是

电视和报刊。它们在吸引成员，诋毁对手，影响政府和一

般大众中，担任重要的角色。社会运动团体利用大众媒体

表达和宣传自己意见。大众媒体也在社会运动活动中找到新

闻材料（McAdam et al. 1988：722-23)。

到目前为止，最受关注的媒体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继

电视之后兴起的又一类新兴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展，

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以后改变人们生活的一个最为重要

的传播技术的突破。由于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就被运用于社

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互联网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也得到了

一定的关注（赵鼎新，2006：271）。其结果，有时候，社

会运动团体为了获取大众媒体，政府以及大众的关注，创出

多样性的活动项目，往往利用极端的行为方法表达它们的意

见（Oliver and Myers，1999）。因为大众媒体比较喜欢这 

样意外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他们的极端行为也会引起负

面作用。

2.3.2. 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扩散

“新社会运动理论”（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往 

往遭受批评。因为它忽视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社会学

者一直注意到社会运动和意义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那么，

一般大众如何形成意义和意识形态呢？有些学者认为，一般

人的意义和意识形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形成起来。从而，意

识形态在大众范围内，通过电视和报刊等媒体的调解，影响

到社会运动的动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所以目前社

会运动的发生极少，因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掌握或者控制

着生产大众话语的大众传播媒体。马克思主义者称这样的控

制为“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y）” (McAdam et 

al.，1988：724)。12) 可是无论如何，由于现代社会里多种 

多样的媒体的发展，事实上人们的意识形态不容易被控制住。

因此，目前许多社会学者更关注微观过程，即意义和意识形

态的产生和维持。因为社会运动组织为了保留运动成员的认

知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更需要这样的过程。那么，大众媒体

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维持怎么引起社会（农民）运动呢？

 

2.3.3. 大众媒体, 意识形态, 以及2008年初韩国的烛 

光游行示威

2008年初期，由于抗议政府和美国之间的牛肉进口协议，在

韩国发生的大规模烛光示威并不能算农民示威，但是，它与

农民示威有密切关系。此示威发生前夕，卢武铉总统居然宣

布韩美间自由贸易协议（FTA）谈判进程开始，此事件引发

韩国农民和专家们一致而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协商不具备

正当性。韩美间自由贸易协议（FTA）中最关键的内容，包

括韩国市场对美国牛肉的进口，而这就造成进口感染疯牛病

病毒的美国牛肉的可能性。因为，之前，在美国疯牛病疑似

感染牛几次被发现后，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

适当的措施，更没有提出可靠的有关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两国间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话，韩国畜牧业不仅可能面

临急剧衰落的危险，还有可能会对国民健康造成严重的影

响。因此，卢武铉政府在协商谈判中坚持着韩国只能进口美

国30个月以下的剔骨牛肉。尽管如此，韩国农民团体和市民

展开了反对韩美间自由贸易协商的激烈示威。可是，2008年

4月18日，在李明博上任后第一次访美之前，政府就表示，

韩美两国达成了进口美国牛肉的协议，也就是说，韩国接纳

了进口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它几乎等于牛肉市场的全面

开放。

为什么李明博总统没有国民的同意，就暗暗地和快速地

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呢？据媒体报道，李明博就任总统后，美

国国会数名重量级人物再次向韩国施压，希望韩国能全面恢

复进口美国牛肉。可是真正的理由，是因为李明博总统作为

12) 赵鼎新（2006：49）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背后都有国

家的烙印，大多数大型意识形态（话语）也都是产生于国家宣传机器或是针对国家而生产的。因此，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理解社会运

动的核心视角，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反应和呈现，它们在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才能获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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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顽固地相信韩美间自由贸易协议将给

韩国人民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他为了达成协议，不

得不接受美国提到的先决条件之一，即，对美国牛肉的全面

开放。

无论如何，这样的消息一瞬间震动了整个韩国社会，也

引起了农民和市民的反对活动。此时，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第一次在街道上用蜡烛表示反对的人群，其主体竟然是小学

生和中学生。此后，整个年级和整个地区的人民参加那些烛

光游行示威，强烈地反对美国牛肉的进口，也进一步对李明

博政府的整个新自由主义政策表达了反对声音。此时，影响

他们最多的媒体是电视，报刊，及互联网。韩国最大的公营

电视台MBC（文化放送），利用时事性栏目《PD手册》指

出了美国牛肉的危害性和韩美FTA的不当性。韩国最激进的

媒体，即《韩民族日报》和《京乡日报》也强烈地指出了同

样的问题。尤其是 MBC（文化放送）关于美国牛肉的危害 

性播送的《PD手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它给视听者 

带来理解、认识美国牛肉的危害性的契机。播送之后，对美

国牛肉（进口）觉得恐惧感的年轻的学生们，把那些内容在

网上迅速地互相传达和共享。因为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

向整个学生群体提供午餐，如果进口美国牛肉的话，这些学

生就避免不了吃它。所以有些学生为了表示反对美国牛肉的

进口，而在网上建议展开烛光集会，影响便急剧扩散了。随

后，自然而然地，很多学生、市民及农民和劳动者参加烛光

集会，表示了反对美国牛肉的进口和李明博政权的新自由主

义政策。在下面列出了烛光示威的日程别发生事件。

在烛光示威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新的示威文化的诞

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达成了直接民主主义的实现。示威

的整个过程，比如说，关于开展示威的活动建议、集会场所

的选择与公示、示威的方法和策略、话语口号、对政府政策

的批判，网上的网民主导了一切。与以前的示威相反，没有

存在任何具体的组织者和示威主导者。这一系列的过程，网

民都是通过在韩国最受欢迎的综合性网站之一，即www.daum. 

net的讨论栏目《agora》进行和展开的。因此，自然而然，

这个网站在李明博政权看来，标志着孕育烛光示威的温床或

者主谋。

2.3.4. 抗议的后果：政府对媒体的统制强化

在韩国，2007年12月，李明博当选总统。当时韩国人民

想，虽然他是个有毛病的（他曾经因违反选举法被取消过国

会议员职位）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可是也并没有找到可替代

他的人物。因为李明博总统出身于大企业的总裁，人们相信

他会促成韩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可是，与人民的期待完全相

反，2008年2月，他上台以后，不仅韩国的经济越来越恶化，

他领导的政府还对媒体、教育及互联网等的监视和统制越来

越加强了。尤其是对传媒和互联网的监视和统制更厉害了。

日 期 主 要 內 容

2008年 4月17日 韩美牛肉协议谈判启动；进口美国产牛肉争论开始 

5月2日 首尔清溪广场第一次烛光集会开始 

5月7日 牛肉听证会，围绕安全性检验检疫的议题的争论激烈；光州、马山等地烛光集会开始

5月8日 约1500多个网络论坛和市民团体形成 

5月9日 釜山、仁川、大田、水源等地烛光集会开始 

5月15日 政府告示延期对美国牛肉的进口

5月22日 李明博总统对国民谈话发表；首尔清溪广场、国会附近一带烛光集会继续

5月24日 首尔清溪广场第17次烛光集会开始；集会人员中106名被捕

5月25日 第18次集会中37名参加者被捕

5月26-28日 连续烛光集会开始

5月29日 政府《美国产牛肉告示》发布；示威激化 

5月31日 第24次烛光集会；警察用高压水龙头镇压，228名参加者被捕 

6月2日 《美国产牛肉告示》全面延期 

6月3日 政府紧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美方要求中断进口超过30个月的牛肉 

6月5日 
72小时连续烛光集会；全国民主劳动组合以即将领导举行全国总罢工的形式发出警告；《美国产牛肉告示》成为当
代历史上最大的国民诉讼

6月10日 纪念六月民主抗争21周年100万人烛光集会展开 

之后 声势减小，至消失

资料来源:gov.soc.ntu.edu.tw/cms/resource/08-08(1).ppt

<表 3> 韩国烛光示威的日程别发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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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相信，恐怖的烛光示威正是由那些媒体发端而迅速扩

散下去的。

作为笃信新自由主义的李明博政权，执政以后，如上所

述，首先要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韩美间自由贸

易协定的签署。为此，李明博政府不得不接纳美国的最大要

求，即全面恢复美国牛肉的进口。可是，韩国人民都不信任

可能带有疯牛病毒的美国牛肉，并进一步对美国牛肉的进口

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此时，更令人愤怒的是李明博政权的两

面性的态度。视强烈的烛光示威为威胁的李明博政权，一方

面向人民表示了公开道歉，另一方面却又利用警察、检察机

关等权力机构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视和控制。

其结果，利用互联网主导示威的人、在互联网上激烈地

批判政府的人等，不少人都被警察和检察机关惩罚了，甚至

有些人被拘留了。因此，在网站讨论中最活跃的网站（ww

w.daum.net）的讨论栏目也逐渐衰退了。这样政府对网站的

监视和控制可以说与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目了然的监视设

施（panopticon）非常相似（米歇尔•福柯，1999）。当时许

多网民觉得，他们几乎变成了监狱房间里的囚徒。因为他们

经常感觉到他们被国家机构监视到，他们在网上登上有关示

威和批判政府的文章时提前自己监视着自己。这就意味着福

柯所说的监视社会以新的形态来到目前的韩国社会。

3. 结论

如上所述，本文考察了韩国农民的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

案例和积极动员和参与社会运动的三个结构性条件：怨愤

及其积累，政治机遇结构，及媒体和互联网与社会运动之

间的交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于下列问题作出

了回应：为何韩国农民运动如此激烈和如此顽强，并针对

该问题提出了一种整合的解释模式。可是，事实上，韩国农

民的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动因，较之笔者上述解释和说明更

加复杂，这里存在着更复杂的机制。所以说，只有一个或两

个因素，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是缺少解释力的。斯梅尔赛

曾在自成价值理论（value-added theory）中，对于社会运动 

的产生和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提出过六个共同的因素：结

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概化信念）、触发性

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认为，随着上

述因素依次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

旦六个因素全部具备，集体行为就必然发生（Smelser, 1962, 

转引自 赵鼎新，2006：64）。笔者也大体赞同斯梅尔赛的 

看法。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笔者对韩国农民的反市场开放化

运动，围绕最具影响力的三个结构性维度（怨恨、政治机遇结

构、大众媒体和话语）及其在韩国的呈现，提出以下结论：

第一，韩国农民参与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最大影响因 

素就是怨恨。而这种怨恨主要由于政府信赖危机来造成的。

如上所述，在倾向于重工业的产业化政策决策过程中，韩国

农民和农业彻底地被排斥到既有体制之外。所以韩国农民

自然而然长期积累了悲愤和遗憾。在这样的恶劣情况下，1

990年代初，在国际贸易协商期间，政府单独地宣布了将开

放包括大米市场在内的整个农产品市场。它不仅冲击了韩

国农民，而且引起了韩国农民悲愤和遗憾的爆发。因为，对

农民没有清晰和完整的对策，政府却单独地宣布了农产物市

场开放的不可避免性。此前发生的大规模烛光示威也是出于

同样的理由，即政府强迫农民和农业作出牺牲。它引起农民

长期积累的愤恨的爆发。笔者认为，2008年初发生的大规模

烛光示威，正是标志着韩国农民运动的扩散和发展。因为农

民的主张和话语，最终得以通过媒体和互联网渗透到一般大

众。比如说，“美国疯牛拥过来！”“疯狂的牛，疯狂的政府!” 

“保护我们的孩子！”等等。

第二，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给农民带来了积极参与政治 

的机会。1995年落实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得农民和农民运动

活动家，得以参选并成为地方政府的领导、地方议会议员、

以及农会会长和理事。政治参与的启动与扩大，使得农民运

动能够实现政治化组织，权力分享也成为了可能。因此，有

些地方，比如，作为农民或者农民运动活动家身份被选为当

地领导的地方政府，跟当地的农民运动团体保持着紧密的纽

带关系，以及复杂的互动。有时候，农民运动活动家担任地方 

政府的领导后，最终当成国会议员（如现民主劳动党代表）、

行政部的部长（如前任农林部部长）等。

第三，信息化（互联网）的发展给农民运动开创了新 

纪元。笔者曾说过，前不久的烛光示威是韩国农民反市场开

放化运动的扩散。其得以扩散的关键性媒体应该说是互联网。

以反对美国疯牛病怀疑牛牛肉的进口为动因，所触发的烛光

示威的主要话题，事实上是跟农民运动团体一直主张的内容

几乎一致。那么对于韩国社会和社会运动起着重要联结和

推动作用的信息化媒介怎么看呢？首先，就民主化和信息

化的关系而言，韩国社会被评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引人注

目的信息化。人们都同意那些成果归功于前任金大中政府。金

大中政府虽然面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它不仅成功克

服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在社会各个方面实现了真正的民主

化。最值得关注的成果是通过信息化实现的民主化。金大中

政府非常强调信息化的重要性，而且实际上落实了大量的有

关信息化政策。信息化能够实现决策层和基层民众双方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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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也能够废除实现民主社会构成最大障碍之一的过度科层

制。因而如果能实现信息化，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科层

制问题。因为，信息化帮助上层和下层、官僚和民间人、长

辈和年轻人之间更好地交流和沟通。继承金大中政府的卢武

铉政府，也坚持了同样的政策而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13) 

人们都认为，卢武铉总统的当选，归结为金大中总统期间 

所落实的信息化。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前不久发生的大规模烛

光示威。应该说，没有信息化，便没有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

示威。抛开这次大规模烛光游行示威的目的究竟实现与否的

争议14)，信息化不仅仅实现了直接参与民主示威，而且实现

了直接参与民主化进程。在烛光示威期间，感到恐惧的李明

博政权，虽然动员警察和检察机关镇压和控制有关互联网，

可是，笔者认为，这些反动措施并不能抑制人们通过互联网

展开的直接参与的民主示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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